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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学一直在接受着统治阶级的选择，接受着“异端

邪说”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儒学之所以能得以成功传播，其经验在于：具有

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保持着开放的特征；一代代儒士的奋斗；借助于制度

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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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

在中国统治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程。从春秋儒学产生伊始，到汉武帝采用董仲

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魏晋南北

朝时期受到玄学和佛学的冲击而一度衰微，再

到宋元明清儒学的地位达到鼎盛时期。儒学是

在百家争鸣中逐渐脱颖而出的，是在与统治阶

级反复斗争中逐渐被接受的，是在应对其他学

说的挑战过程中吸收其积极因素而逐渐改进

的。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学一直在接受着

统治阶级的选择，接受着“异端邪说”的挑战，

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既为统治阶级

所接受，成为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

础，又为群众所接受，成为指导社会成员生活的

价值标准。儒学的成功传播，应当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至少有以下可圈可点的

经验。

　　一、儒学成功传播的内在品质———

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精神

　　在春秋战国和汉初各种思想观念的角逐

中，在几千年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中，儒学之所

以能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在

于儒学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过：理论在

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

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１］。应当指出，任何思

想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环境，都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和儒家产生于

同一时代的法家、道家、墨家和后来的佛家，都

有与中国当时社会相契合的因素，但总体来说，

儒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需求

更为契合。

其一，儒学具有为封建统治提供合理性论

证的功能。杨念群［２］指出，在汉代，从教化之儒

中分化出一支王者之儒，这一新的派别，将儒学

转换为政治意识形态，为王权提供了权威的神

圣合法性。儒学奠定自己的独尊地位，是从董

仲舒开始的。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和天

人感应理论。他曾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

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天子受命于

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董仲舒还利用阴阳学

说，进一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其二，儒学具有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叔孙通所说的“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道出

了儒学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功能。面对春秋时

代的社会纷争，孔子提出了“正名”思想，认为

“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

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奋斗一生，就是要实

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大学》

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

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朱熹对此解释说：“孝、

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

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这样的论证就

使得民众对君主的服从显得非常合理了。到汉

代，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这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起到

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其三，儒学具有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周

桂钿［３］６５指出，儒学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协调

关系，协调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基于儒学仁

爱的理念，儒家坚决反对法家的强权政治，极力

推崇仁政，主张以德治国，认为统治者要“修己

以安人”，更多地采用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

家。而儒家的礼制，则是一种伦理控制。蔡仁

厚［４］认为，礼制“上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下

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同时还可以为人类未来

的福祉奠定基础”。蔡仁厚还具体指出了礼的

文化功能：人文教养，陶冶国民品性；化民成俗，

培养礼让之风；崇信尚义，救济功利之弊；敬业

乐群，促进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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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儒学成功传播的核心因素———

儒学的开放性

　　自孔子开始，儒学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是保持着开放的特征，不断因应现实，吸纳新

的思想，发展新的理论，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特

别是政治的需要而转型发展。孔子非常重视根

据时代的变迁进行损益。孔子曾说：“殷因于

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

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

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

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为儒学未来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基因，如“亚

圣”孟子就“受业子思之门人”。荀子则师承子

弓，形成了孟、荀差异较大的儒家思想。荀子适

应战国时期的政治需要，提出“隆礼重法”，不

仅发展、完善了孔子“礼”的思想，而且以儒家

为核心，广泛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

了儒学思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适应汉王

朝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以儒学

思想为主，把孔孟的学说宗教化，同时吸纳阴阳

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又兼容道、法、名家和其他

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建立起适应当时大一

统局面和中央集权专制需要的一套外儒内法的

指导思想。董仲舒对儒学的这种改造和对儒学

经典的阐发，显示了儒学适应政治需要的能力，

为儒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有学

者指出，尽管对于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后世褒

贬不一，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这种

改造确实将儒学直接推上了官学的地位，解决

了儒学的政治前途问题［５］。隋唐以降，随着佛

教的兴盛，中国社会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

局面，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面对挑战，韩

愈适应现实，吸收佛道思想，重振儒学，建立起

以儒学为核心的“道统论”，宣扬孔孟之道为自

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真理。“道统论”因符合封

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儒学进一步

发展的指导思想。宋明时期，儒学再一次改变

自己的形态，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因素，形成

了宋明理学。例如，宋儒之“心性义理之说”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儒学化了的佛性理论。宋

明理学的修行方法也由“修心养性”转向禅宗

式的“明心见性”，正如朱熹所说的“豁然贯

通”，陆象山所说的“多类扬眉瞬目之机”，王阳

明更是明确指出，“本体工夫，一悟尽透”。周

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皇极经世》、二程

的天理论、朱熹的“理一分殊说”，都有明显的

佛教、道教的色彩。经过此番改造，到封建社会

结束前，儒学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三、儒学成功传播的基础———一代

代儒士的奋斗

　　由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这个大变局是如

何产生的？对此，周桂钿认为主要是儒家学者

的原因，儒家中有一些杰出人物，能够适应新的

社会制度，能够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３］６５。

在儒学发展史上，每个有为的儒士，均以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以传播儒家价值理

念为己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道出了儒学为现实服务的强烈追

求。孔子为了使儒家思想为统治者接受，周游

列国１４年，怀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

心，对统治者进行游说。尽管，“斥乎齐，逐乎

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如丧家之犬”，

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积极传播他的思

想、观念和文化知识，促进文化发展。孔子去世

后，其“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

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子路居卫，子张居陈，

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为

王师者”［６］３１１６，继续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孟子

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向国君提出自己的政治

主张；然后，离开邹国，游说于齐、鲁、滕、梁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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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其政治抱负依然是：“如欲平治天下，当

今之世，舍我其谁也？”［７］荀子在稷下学宫“三

为祭酒”，甚至在实行文化专制的秦国，打破儒

者不入秦的传统，见过秦昭王和应侯范雎，也是

以弘扬儒学为目的的。

孔、孟、荀以降，后世儒士继承儒学入世传

统，或积极投身政治，或筑坛讲学，为儒学的传

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初的叔孙通在汉高祖刘

邦以儒冠为溺器、发出“为天下安用腐儒”的言

论之时，并没有自甘沉沦，而是积极带领儒生们

对大臣用儒家礼仪进行训练，得到刘邦的赞赏，

使朝廷上下对儒学刮目相看。汉初的陆贾，在

高祖面前为儒学据理力争：“居马上得之，宁可

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

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

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６］２６９９到汉武帝

时期，董仲舒立足于汉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进

一步改造儒学，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吸收其

他诸子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

学终于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最终走上独尊地位。

宋明时期，儒学大师们面对佛学的反动，更

加重视传播儒学，实现儒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理学大师张载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

学，则道可传矣。”理学宗师程颐也说过：“圣学

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

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

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

也！”基于这样的理念和追求，儒士们或为官，

或兴学，继续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儒学理念。

此时的其他儒学大师如朱熹、张拭、吕祖谦等，

都对儒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儒学成功传播的外在力量———

儒学的制度化

　　儒学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将其理论与社会

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深

深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

帕森斯［８］曾指出，“价值系统不会自动地实现，

而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

全部机制”。干春松［９］曾把儒家称为“制度化

儒家”：“制度化儒家包含有‘儒家的制度化’和

‘制度的儒家化’两个层面。所谓儒家的‘制

度’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献的经学

化和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儒家的

独尊地位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儒学的制

度化是儒学成功传播的重要外在力量，儒学正

是借助于封建国家政权的支持，成为国家意识

形态，才得以成功传播的。

其一，儒学成为封建国家官吏选拔的核心

内容。自汉代以来，儒学成为封建社会选拔官

吏的标准。汉代选拔官吏采用察举制，儒学开

始被作为选官的政治标准。汉代中期以后，在

招士对策的过程中，也常常以儒学为题，并且要

求以儒学的原理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１０］。余

英时［１１］指出，从西汉起，名臣奏议凡涉及吏治

的问题几乎无不持儒家教化之说。魏晋时期实

行的“九品中正制”，候选人是否符合儒家伦理

道德标准也都是重要的甄选因素。自隋朝以降

实行的科举制，则是直接以儒家学说作为命题、

答题的依据。自科举制实施以后，一直到科举

废除的一千多年间，朝廷各级官吏都是熟读儒

家经典、深受儒学浸染的人。

其二，儒学典籍成为国家官学的基本教育

内容。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开始设立太学，并“令

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后世的历代封建王

朝，均沿袭汉代的做法，设立了官学，中央官学

和地方官学构成了传播儒学的核心系统。官学

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其主要任务就是

传授儒家经书。汉代官学的教材，大多是儒家

经典。隋唐时期，中央官学有六学二馆，地方官

校有州学、府学、县学，它们多以儒家经典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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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如国子学“五分其经以为业”，讲授《周礼》

《尚书》《易经》《礼仪》《春秋三传》《论语》《孝

经》等。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１２８７年），

“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

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凡读书必先《孝

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

秋》、《易》”［１２］。明朝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地方

设府州县学和卫学，并严格规定朱熹集注的四

书五经为各类官学的规范教科书。清朝也把儒

学经典作为官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乾隆帝曾谕

示编选明清两朝名家的八股文集《钦定四书

文》作为各类官学的钦定教材。

其三，私学被纳入国家体制。中国具有悠

久的私学传统。汉代以降，历代统治者除个别

外，均在对私学持开放甚至鼓励态度的同时，对

私学实施严格管理。宋代以后更是由地方学官

兼管私学，特别是书院的事务。朝廷还通过表

彰、颁布经书、资助财物和提供科举名额等手段

对私学施加影响。清代许多书院甚至是受朝廷

之命建立起来的，经费由官府直接拨付，书院事

务均由官府操控，实际上与官学已无多少差别。

这些私学大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例

如，西汉末平帝年间，徐子盛“以《春秋》经授诸

生数百人”；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更是颁

布了《书院教条》，提出“五教之目”，即“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并以此作为书院教育的根本内容。实际

上，这也是历代各书院普遍遵守的学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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